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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古文辞由史出”说探微

伏　 煦

摘　 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提出“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之说，在“古文辞”中特标举叙事
之文，以叙事之文出于史学，而史学源于《春秋》，建构了四部之学视野下的古文统绪。“古文辞由史出”说在章学诚的古

文批评实践中亦有所体现，即引入史学义例，提高传记碑志等叙事文体的品格，直指其拘泥于浮词俗忌的弊病。“古文辞

由史出”说实际上从属于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理论构建，即“六艺”—“战国之文”—“后世之文”，对于“史”的定位，则

与“六经皆史”说将“史”视作“先王之政典”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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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作于嘉庆元
年，１７９６ 年）篇提出“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
不本于稼穑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２７９）
之说，程千帆先生疏之曰：“前人论文，皆言本经，

而《文史通义·易教篇》云：‘六经皆史也。古人

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也。’是此云文辞出史，史已包经，与古亦不悖

也。”（程千帆 １２１）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从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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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古文辞由史出”说探微

言：“《文心雕龙·宗经》《颜氏家训·文章》皆谓

文本于经，而章氏独谓文由史出者，盖以六经皆史

（见《易教上》），经为史所包故也。”（章学诚，《文

史通义校注》２８５）二氏皆认为，章学诚以“六经
皆史”之论，改古人“文本于经”为“文由史出”，虽

将此命题置于章氏贯通四部的学术史论述中加以

疏解，但不免忽视了《文德》篇自身的语境，以及

章氏以史家义例论“古文辞”之用心。章学诚提

出的学术命题，往往兼具多义性和隐喻性，故而本

文从《文史通义》的学术语境出发，揭橥“古文辞

由史出”说的多层意蕴，以此理解章学诚在四部

之学视野下的古文批评观念。

一、“古文辞由史出”说的学理依据及旨趣

“古文辞”在乾嘉时代一般指有别于骈文和时

文的散文，亦即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
①
章

学诚写于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的《杂说下》，对
“古文辞”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剖析，他

首先指出：“‘古文’之目，始见马迁，名虽托于《尚

书》，义实取于科斗。古者称字为文，称文为辞；辞

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语成章亦谓之辞。”（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５０５）“古文”之名本于古文
《尚书》，实指科斗文字；而“辞”兼指“言”“文”。在

后文，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古文辞”之名于古义不

合：“未有以所属之辞即称为文，于文之中又称为古

者也。”“文辞”连属，则是汉魏以降之事：

自东京以还，讫于魏、晋，传记皆分

史部，论撰沿袭子流，各有成编，未尝散

著。惟是《骚赋》变体，碑诔杂流，铭颂

连珠之伦，七林答问之属，凡在辞流，皆

标文号，于是始以属辞称文，而《文苑》、

《文选》所由撰辑。彼时所谓文者，大抵

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５０５）

章氏认为，“属辞称文”和东汉以后各体文章

的繁盛有关，而“古文辞”之所以称“古”，则是六

朝以后文体观念衍变的结果：“自六代以前，辞有

华朴，体有奇偶，统命为文，无分今古。自制有科

目之别，士有应举之文，制必随时，体须合格，束缚

驰骤，几于不胜。［……］自后文无定品，俳偶即

是从时；学有专长，单行遂名为古；‘古文’之目，

异于古所云矣。”（５０５）六朝文章虽有文质、骈散
之别，然未以“古”“今”名义区别，而以“古文”之

目区别骈文，则与唐代以降的科举考试文体，以及

韩愈倡导“古文”有关。在章氏眼中，“古”之于

“古文辞”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有一天科举考试

文体不再是八股时文，那么“时文”也可能并入

“古文”：“间有小诗律赋，骈体韵言，动色相惊，称

为古学；即策论变调，表判别裁，亦以向所不习，名

曰古文。斯则名实不符，每况愈下，少见多怪，俗

学类然。充其义例，异日科举成文，改易他制，必

转以考墨房行为古文矣。”（５０５—５０６）
尽管如此，章学诚也只能从俗，在《杂说下》

篇末的小注中，他指出：“凡著述当称文辞，不当

称古文；然以时文相形，不妨因时称之。”（５０６）
“文辞”指东汉以后成立的各体文章著述，“古”则

相对于科举时文，虽然充分表达了对“古文辞”这

一概念不合古义的不满，但章学诚的认识大体符合

清代的一般意见，这种不满也并未妨碍他在自己的

论著中使用这一概念，如在《古文十弊》（作于嘉庆

元年，１７９６年）开篇，章氏即指出：“余论古文辞义
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

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

详哉其言之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５０４）
事实上，章学诚并未在《文德》篇对“古文辞

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一说展开详

细论述，因此我们必须参照其他篇章的内容，理解

章学诚提出此说的学理依据，继而从《文德》篇的

语境出发探究其旨趣。《上朱大司马论文》实则

为章学诚专论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章氏由“昔

曹子建薄词赋，而欲采庶官实录，成一家言；韩退

之鄙鸿辞，而欲求国家遗事，作唐一经”之事，得

出“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的结论，既而论

述文辞著述与史学之关系：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

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

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也。

［……］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

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

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

受。［……］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

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

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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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７６７）

章氏所论，“文辞”亦即著述“以叙事为难”，而“叙

事实出史学”。
②
史学源于六经之一的《春秋》，由

此可见，“古文辞由史出”说内在的学理依据，并

非远绍刘勰、颜之推的“文本于经”说，同时因章

氏所倡“六经皆史”，将“经”置换为“史”而成立。

章氏将叙事标举为“古文辞”之最，而叙事之文实

出于史学，史学源于《春秋》“属辞比事”，即《礼

记·经解》所谓“《春秋》教也”（孙希旦 １２５４）的
传统，经由《左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以降诸家正史一脉，传之于后世。“古文辞由史

出”，实乃章学诚悉心建构、在文史之学视野下的

古文发展脉络。

在作于嘉庆元年的《与汪龙庄书》中，章学诚

亦申说了史学之于“古文辞”的非凡意义：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

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故近日颇

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

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盖古人无所

谓古文之学，但论人才，则有善于辞命之

科。而《经解》篇言“比事属辞，《春秋》

教也”，［……］叙事之文，出于《春秋》比

事属辞之教也。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

马迁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

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

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

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

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

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

手书《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

《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

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

旨，则概未有闻也。（章学诚，《文史通

义新编新注》６９３）

所论“征实太多，发挥太少”的“近日学者”，显然

针对精于考据经史之学的乾嘉汉学家；而后文批

评韩愈及以韩子为宗的唐宋八大家，亦暗含着对

继承唐宋八大家文统的桐城派的批评之意，并试

图建立源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的古文辞统

绪与之颉颃。章学诚以此建构别树一帜的文统，

其中蕴含了颇具章氏个性的学术判断，以此与风

行海内的汉学家和桐城文人成鼎足之势。

必须说明的是，章学诚所说“古文辞”，包括

汉魏以降代子史而兴的“文集之体”，并非仅有叙

事之文一类，如《诗教上》（作于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 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
［……］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

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

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

之属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６１）汇集辞
章之作的文集，在清代往往兼备经、史、子三部之

学，传记之文即出自史家。这一分类立足于清代

文集的实际，未能全面地反映出章学诚“古文辞”

的文体分类观念。而在编纂地方志的实践中，章

氏倡导编纂文征以采摭“著述有裨文献”，“文辞

典雅有壮观瞻者”，分为奏议、征述、论著、诗赋四

类，即《和州文征序例》所谓：“征述者，记传序述

志状碑铭诸体也。［……］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

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

体，可裨史事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

６９７）只是相对于辞命与议论，章氏特标举最不易
为的叙事之文作为“古文辞”的代表：

《论课蒙学文法》：文章以叙事为最

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叙

事之文，所以难于序论辞命者，序论辞

命，先有题目，后有文辞，题约而文以详

之，所谓意翻空而易奇也。叙事之文，题

目即在文辞之内，题散而文以整之，所谓

事征实而难巧也。［……］序论辞命之

文，其数易尽；叙事之文，其变无穷。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４１５）

将“古文辞”分为辞命、议论（即论著或序论）和叙

事三类，应当符合章学诚的本意。因此，置于“古

文辞由史出”这一命题的“古文辞”，特指传记为

主的诸多叙事文体。叙事之文“征实而难巧”，题

旨蕴含于文辞而非题目之中，文无定体，变化无

穷。而“古文辞”诸体，实际上亦可追溯至“六艺

之教”，如《上朱大司马论文》所言：“《春秋》流为

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

辞命；其他《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

入于《春秋》，《易》学亦入官礼，而诸子家言，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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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考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７６８）
将“古文辞由史出”具体溯源至“《春秋》流为史

学”，符合章学诚一再申述的学术观念，也避免了

借鉴《文心雕龙·宗经》《颜氏家训·文章》所持

“文本于经”的观念，并引入章氏“六经皆史”之

说，且以“史”易“经”而疏解“古文辞由史出”的

做法，尽管在逻辑上颇为通畅，但与章学诚的本意

似乎有较大的隔膜。

除了标举“古文辞”中的叙事之文，建立新的

古文观念和古文统绪之外，“古文辞由史出”说，

无疑蕴含着章学诚对史学的瞩目。在刘知幾所倡

“才、学、识”，即“史有三长”（欧阳修 　 宋祁
４５２２）之外，别出“史德”并推衍至“文德”。写于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的《史德》篇指出：“能具
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

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２１９）“著书者之
心术”，并非道德层面的要求，《文德》篇所言亦能

印证：“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

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

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

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２７８）章氏
所谓“文德”与“史德”，皆非为文作史者的个人品

行，而是对待著述的态度，这正是章氏提出“古文

辞由史出”的具体语境：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

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

“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

之”，“昏气出之”。［……］要其大旨则

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

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

夫史学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

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

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

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２７９）

从“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之

说的上下文来看，韩、柳二氏以“心”“气”论文，章

氏以此印证“临文主敬”的主张，具体表现则是

“气摄而不纵”与“主敬则心平”；而“识生于心”

“才出于气”，“学也者，凝心以养气”，又将“临文

主敬”与“才、学、识”联系起来，既然“才、学、识”

是“史有三长”，而《文德》一篇因古人“未尝就文

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

（２７８）而作，将“史”与“古文辞”的源流关系加以
建构，就成了章学诚阐发“文德”之旨趣的必要环

节。从《文德》篇的具体内容看，作者“临文主敬”

与读者“论古必恕”乃篇之要旨，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过多地展开讨论“古文辞由史出”自身的

学理依据。就《文德》篇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言，

“古文辞由史出”说无疑体现了章学诚以“史有三

长”和“史德”为古文家个人的理想素质，以及古

文辞写作的理想境界。

二、“古文辞由史出”说与章学诚的古文批评

章学诚曾有意区别自己和刘知幾的史学研究

宗旨，作于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的《家书二》
指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

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

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

途，不相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８１７）从“一家著述”和“馆局纂修”的区别而言，章
学诚所属意的“史意”，实则为史学著述的宗旨，

以及史学作为四部之学的渊源和旨归，在学术趣味

上，与刘知幾《史通》综论史书文体及书法义例，确

实“截然两途”。不过，章氏并未全然摒弃刘氏所

属意的“史法”，今观《文史通义》中的《古文十弊》

篇，将史学书法的义例引入“古文辞”，则从微观批

评的层面，丰富了“古文辞由史出”说的内涵。

从《古文十弊》开篇的小序得知，与《文德》

《文理》等篇“多论古人”不同，《古文十弊》意在

论及近世作者，且其宗旨在于纠正《俗嫌》篇所谓

“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矣”（章学诚，《文史通义

校注》４３８）。《古文十弊》总结的古文辞之失，即
“剜肉为疮”“八面求圆”“削趾适屦”“私署头衔”

“不达时势”“同里铭旌”“画蛇添足”“优伶演剧”

“井底天文”与“误学邯郸”，民国学者刘咸炘曾批

评古文家“每以浮词忌讳丧其真实”，并指出：“章

先生论此最详，《文史通义·俗嫌篇》及《古文十

弊》之一二五六八九、《杂说》上中所指是也。”（刘

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１０）由此
可见，批评古文家因世俗忌讳而丧其真实，是章学

诚作《古文十弊》的重要目的，在此过程中，以史

学义例为准绳，纠正当时的古文辞之失，无疑是章

氏秉持“古文辞由史出”这一理念的直接反应。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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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八面求圆”：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

知松柏之后彫，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

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

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

棘矣。［……］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

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远家贫，

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

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

于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

不愧于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于翁

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

殇，是女本无死法也。［……］今制，婿

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

远绝离昏之条也。是则某翁诡托子殇，

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

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于直书，则匿

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

为壻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

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

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

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

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

前后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

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章学诚，《文

史通义校注》５０４—５０５）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本为表彰贞女之节烈，然族

人顾忌家翁伪报子殇之小过，将其改为报幼子殇，

而女家误闻，于情理不通。章氏以儒家礼法反对

未婚守贞与殉节，以及当时律法允许更改婚约的

规定，指出家翁出于道远家贫，希望以子殇为口实

解除婚约的做法，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并非大恶大

过。族人不容直书，实乃小题大做；为一人树碑立

传，而要求所有相关的人事毫无过错，未免求全责

备；出于忌讳小过而文饰之，往往又有违情理。就

读者而言，显然违背了章氏《文德》篇所提出的

“论古必恕”的原则。

“每以浮词忌讳丧其真实”，不仅表现于记

事，亦表现于论断，如“不达时势”所云：“今观传

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

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

于循吏传矣。”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知彼

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

盛节。”（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５０６）雍正年间
的清廉官吏，乃一时政策所逼迫，并非出于个人自

觉的道德操守，非不为也，实不能耳。若称其为清

官循吏，实际与“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一样可

笑，和“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一样蠢钝。

章学诚批评“不达时势”之弊，与刘知幾《史通》所

倡“随时”之义颇有相通之处，《史通·因习》篇主

张：“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

《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

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

也。”（刘知幾 １２６）刘知幾所批评的“事有贸迁，
言无变革”，即后文所述：“又《史记·陈涉世家》，

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

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

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

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刘知幾

１２７）刘知幾所批评的《汉书·陈涉传》沿袭《史
记·陈涉世家》“子孙至今血食”的说法，虽与章

氏所说“不达时势”之弊在具体实例上有所差别，

但两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疵，颇有暗合之处。

从《古文十弊》所提出的不讳小恶、洞明时势等主

张来看，尽管章学诚没有直接借鉴《史通》所述的

史学义例，但章氏并非全然不关注所谓“史法”，

在《古文十弊》以及《俗嫌》的批评实践中，史学书

写义例成为衡量古文辞优劣的准绳，又如“优伶

演剧”之弊：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

尽能文也。［……］记言之文，则非作者

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

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贞烈妇女，明诗习

礼，固有之矣。其有未尝学问，或出乡曲

委巷，甚至佣妪鬻婢，贞节孝义，皆出天

性之优，是其质虽不愧古人，文则难期于

儒雅也。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

《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

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

可谓文矣。［……］名将起于卒伍，义侠

或奋闾阎，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于宛

肖。而世有作者，于斯多不致思，是之谓

优伶演剧。盖优伶歌曲，虽耕氓役隶，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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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皆叶宫商，是以谓之戏也。而记传之

笔，从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章学

诚，《文史通义校注》５０８）

章氏所反对的“优伶演剧”之弊，即传记作者不考

虑传主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记其言则引经据典，

以浮词失其真实。刘知幾在《史通·言语》篇中，

亦指出类似的情况：“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

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

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

修饰，无所费功。其于中国则不然。［……］而彦

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

夷音，变为华语，［……］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

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

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

而失实，过莫大焉。”（刘知幾 １４０）北朝史书“记
言”的经典化，固然有在意识形态上与南朝争夺

正统的考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以浮词丧其真实，

但从广义上归为“优伶演剧”之弊，亦未尝不可，

毕竟起于行伍、奋于闾阎的名将、义侠，言辞不可

能类于经生，故而文人记述其言，以合其声口为

贵，追求辞藻与典雅，则有华而失真之过。

事实上，章学诚所倡“史德”为“著书者之心

术”，他并没有像刘知幾在《史通》专设《直书》

《曲笔》二篇那样，留心于史学的征实精神。
④
那

么，章学诚为何引入类似于史学义例的写作规范，

来批评当时古文辞存在的弊端呢？窃以为，《古

文十弊》第一则“剜肉为疮”开篇的一段话，实际

上透露了章学诚全篇的写作旨趣：

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

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

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

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

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５０４）

“剜肉为疮”所言事理无病者，乃“叙其母之节孝，

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

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反见为不然而补救

之，”则是该子作其母之行状，却“述乃祖于时蹙

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

翁，何嫌何疑’？”章学诚认为：“本无芥蒂，何有嫌

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

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

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

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５０４）从某种意义
上说，“八面求圆”之弊中的忌讳小恶，亦是一种

弄巧成拙的补救，故而不明大体，造成了不分是

非，才是浮词忌讳于古文辞中不断滋生的根本原

因，“丧其真实”乃是显而易见的后果。章学诚对

古文辞的要求是在识古人大体的基础上，
⑤
实现

叙事、论事合于事理，对“不达时势”与“优伶演

剧”二弊的批评，亦是同样的道理。

《古文十弊》所批评的“不知大体”与“未必俱

当事理”，往往是拘泥于浮词与俗忌造成的，如

《俗嫌》篇所云：“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其篇

所举例证，多有与《古文十弊》相通之处，如朱筠

为《吕举人志》：“吕久困不第，每夜读甚苦。邻妇

语其夫曰：‘吕生读书声高，而音节凄悲，岂其中

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吕。吕哭失声曰：‘夫人知

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我岂久不第乎？’

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

心；而当时以谓佻薄，无男女嫌，则聚而议之。”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４３８）章学诚认为朱先
生以邻妇知音，来表达吕举人久困不第的心境，合

乎事理，未有不妥之处；而时论以之为不避男女嫌

疑，说明文章“涉世之难”。从《古文十弊》包括

《俗嫌》所论及的古文辞性质来看，这些“涉世之

文章”大多为传记碑志行状等叙事之文，具备一

定的应酬和代言性质，与诗赋等抒情之作或表达

个人学术思想的议论之作不同，这些为他人代作

的文章非出于己意，又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共

领域传播，因而难免俗忌时嫌。在这种情况下，章

学诚在《俗嫌》中的喟叹，在《古文十弊》中的讥

刺，实际上是努力借助史学的书法义例，尽可能提

高应酬之作的文体品格，以避免浮词与俗忌对古

文辞内容及形式两方面的不良影响，使之流入拘

忌而褊狭的境地。

就“古文辞由史出”这一命题而言，章学诚虽

未在《古文十弊》等篇具体的古文辞批评中言及

于此，但从其借鉴史法义例，及其中蕴含的“史

德”来看，章氏的古文辞批评与“古文辞由史出”

的观念密切相关，以《古文十弊》为代表的古文批

评实践，为古文辞写作发凡起例，使其不仅仅停留

于理念的层面，亦即章学诚所建构的学术史；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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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文辞由史出”说在具体的古文批评乃至创

作实践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就古文批评的角度而言，“古文辞由史出”的

理念，亦使得《古文十弊》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指

瑕”传统中别树一帜。《文心雕龙·指瑕》篇云：

“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

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

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潘岳为才，

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

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

替矣。”（刘勰 ６３７）刘勰对曹植、潘岳的文章疵病
的批评，停留在指出其语言不合于礼制之处，依然

拘泥于浮词俗忌。而《古文十弊》则在指出语言

疵病的基础上，尝试为古文辞创设义例，并以合于

古人大体、于事理无病的准则加以衡量，从根本上

指出了浮词俗忌对古文辞写作的危害所在，这体

现了章学诚贯通文史的学术视野对于古文批评的

积极作用，也是“古文辞由史出”说的一大贡献。

三、“古文辞由史出”说与章学诚贯通

四部的学术史建构

　 　 作为一个具有多义性与隐喻性的学术命题，
“古文辞由史出”一方面是章学诚建构的古文系

统，即“《春秋》—史学—叙事之文”，另一方面又

影响着章氏的古文批评观念，亦即将史学义例作

为衡量碑志传状等叙事文体的准则，直指这些具

有应酬文章性质的叙事之文拘泥于浮词俗忌的弊

病。在乾嘉时代以考据之学为上的实证主义学风

之中，章学诚一系列尝试贯通四部之学的理论建

构极富个性，我们应当结合《文史通义》中类似的

学术话语，更好地理解“古文辞由史出”说。

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经、史的地位无疑

最重要，章学诚在《易教上》中所提出的“六经皆

史”，在近现代经学地位下移和史学地位提升的

学术史背景下，受到了广泛关注，
⑥
也被前贤用以

疏解“古文辞由史出”说；近年来，有论者指出，应

当考虑“六经皆史”说所具备的“隐喻用法”，并注

意章学诚提出的其他类似命题，及其所构成相互

联系的网络。
⑦
如作于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的

《报孙渊如书》所言：“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

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

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

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章

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７２１）此段论述为《易
教上》“六经皆史”说张目；《与汪龙庄书》亦提及

“经之流变必入于史”；《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写于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 年）提及“故六经以还，
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

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史学而

无不绌也。记事之法，有损无增，一字之增，是造

伪也”，（４０６），则与《上朱大司马论文》中“似古人
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相通，实与“六经皆史”说共

同构成了章学诚经、史关系的完整论述。

类似地，经、子，子、集（亦包括经、集）与子、

史关系，在《文史通义》中皆有讨论，即《诗教上》

讨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六艺”（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６０），“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
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

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６１）。在阐发“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于战国”时，章学诚提出“子史衰而文集

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６１）之说。整体
而言，《诗教上》建构了“六艺”—“战国之文”（诸

子）—“后世之文”（文集、辞章之学）的文学史发

展脉络，亦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经、子、集三部之

间的源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将“子史”

并称，并在《杂说》篇指出：“故诸子仅工文辞，即

后世文集之滥觞；史学惟求事实，即后世类书之缘

起。［……］子史不分，诸子立言，往往述事；史家

命意，亦兼子风。”（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３５５）实际上，将史作为与诸子有着相似形式的著
述，在“六艺”—“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的统

绪中，史亦从属于“战国之文”这一环节，
⑧“史”

的加入，亦使得《诗教上》建构的这一历史脉络更

加立体。从某种意义上看，除却经、史与史、集
⑨

两组关系，章学诚所构建的四部之学互相关联的

学术史框架，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六艺”—子、

史—文集（即辞章之学），因而“古文辞由史出”所

蕴含的古文统绪，亦从属于这一命题。同时，也隐

含了“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的旨趣。

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从属于“六艺”—子、

史—文集（亦即所谓“古文辞”）这一历史脉络的

命题，“古文辞由史出”说实际上将“后世之文”的

范畴缩小至叙事之文。如果古文辞同时包括叙

事、议论、辞命等文类，这一命题不免与《上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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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古文辞由史出”说探微

司马论文》中所谓“《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

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之说存在抵

牾。但章学诚不仅从观念上推崇叙事之文，强调

“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而且章氏的古

文批评实践，亦着力于传状碑志等带有应酬交际

性质、易于受到俗忌时嫌影响的叙事文体。章氏

力图以史学义例为准绳，提高古文辞的品格。如

果说章学诚以贯通四部为核心观念，全面而客观

地建构了“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子、史）—

“后世之文”（文集、古文辞）这一文学史发展脉络，

那么从属于这一脉络的“古文辞由史出”说，则主

要是章氏学术个性及其独特价值判断的体现。

那么，以“文本于经”和“六经皆史”来疏解

“古文辞由史出”，其症结究竟何在？“文本于经”

之说源于《文心雕龙·宗经》，《颜氏家训·文章》

继之，从《诗教上》的相关论述看，“后世之文其体

皆备于战国”，而“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

尽管“战国之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章学诚

也分别论述了诸子与六艺的关系———“诸子之为

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

端，［……］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

而皆得其所本”（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６０），
以及后世之文与诸子的关系———“今即《文选》诸

体，以征战国之赅备”（６１），然而以“战国之文”沟
通“六艺”与“后世之文”（即文集），与《宗经》所

论“文本于经”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而以“叙事

之文”为代表的“古文辞”源于史学，章学诚又强

调“史学源于《春秋》”，这在表面上，似乎合于“六

经皆史”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厘清“古文

辞由史出”与“六经皆史”的关系。

无疑，二说皆蕴含了章学诚以史学为一切著

述的旨归之意，都具有相当的隐喻性，作为学术命

题中的喻体，在具体的语境中，“史”所指代的本

体却有所不同。对于“六经皆史”，正如章学诚在

《易教上》一开篇所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

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１）而作为与子并
称，即“战国之文”这一层面的“史”，恰恰处于“盖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６０）的历史阶段。作为喻体的“史”，在“六经皆
史”与“古文辞由史出”两个命题中，分别指代了

作为先王政典而非私人著述的“史”，
瑏瑠
以及王官

之学衰落后、私家著述兴起的“战国之文”。如刘

咸炘所说：“六经皆史。此史字只是记实事之称，

非仅指纪传编年。”（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

·甲辑》 １０５９）具体而言，“古文辞由史出”的
“史”，取法于《春秋左传》与《史记》，在六经之

中，《春秋》的地位相对特殊，由孔子无位而作，

《左传》“以史传经”，和《诗》《书》《礼》《乐》《易》

相较而言，并非“先王之政典”；《史记》作为司马

迁“成一家之言”之作，在纪传体正史中最近子书

之精神，亦不待言。混淆作为“先王之政典”的

“史”，与自魏晋以降独立于经部的“史”，显然会

给我们理解“古文辞由史出”与“六经皆史”两说

之间的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虽然章学诚曾提出“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

学”，但将史、子、集三部溯源于六经的说法，亦见

其著作，如《上朱大司马论文》指出“盖六艺之教，

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

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立言有本》

（作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 年）开篇，亦有“史学本于
《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

《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章学诚，《文史通义

新编新注》３５８）之说，章氏颇以后世史、子、集三
部，“得道体之一端”（借《诗教上》语），其中的

“《春秋》流为史学”，“史学本于《春秋》”，更要将

其理解为战国以降的史学著作，方能不与“六经

皆史”混淆。

理解“六经皆史”与“古文辞由史出”两说之

“史”的本质区别，或许可以参考章学诚在《书教

下》中辨析《尚书》与《春秋》的论述：“《尚书》《春

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

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

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

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４９）六经之中，
《尚书》与《春秋》被公认为后世史学的源头，虽皆

为经典，但《尚书》作为“记注”无定法，而《春秋》

作为“撰述”有成例，《尚书》在王官之学衰落后，

不得不变为《春秋》及《左传》。由此可见，在章学

诚贯通四部之学的建构中，“史”作为核心概念，

本身就对应着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不同阶段，这些

概念本身并非变动不居，在具体的语境下有着各

自的含义，只有回归到《文史通义》的学术文本自

身，才可能作出符合章学诚原意和学术史本身的

解读。古人对术语和概念的运用常常有一种不确

定性，从现代的学术规范看，固然不够周密严谨，

·１７９·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却为现代的研究者带来了解读的空间与探求的乐

趣，章学诚诸多学术命题所具备的多义性和隐喻

性，正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结　 语

在“古文辞由史出”这一命题中，章学诚有意

缩小了“古文辞”的范围，而“史”的内涵则有不同

层次，将其视为“史学”固然符合章氏整体的学术

语境，而“史有三长”兼“史德”则是《文德》篇本

身的旨趣。“古文辞”不仅“由史出”，其旨归亦在

于“史”；又以史学叙事之义例作为衡量古文辞优

劣的准绳，期以提高以叙事之文为代表的“古文

辞”的品格。“古文辞由史出”亦是章学诚贯通四

部之学的诸多学术命题的一部分，与“六经皆史”

所描述的战国之前的王官至学有所不同的是，不妨

将其视为《诗教上》所论述的“六艺”—“战国之

文”—“后世之文”的学术史发展脉络的一部分，以

此更好地理解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学术理念。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曹虹《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
一文指出清初文坛反思明前后七子之失，消解了“古文

辞”与“古文”的对立，唐宋古文传统再度恢复；到了清代

中期，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标举“古文辞”的辞章之术，

在桐城派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清代骈散文抗衡交

融的背景下，具有包容性的“古文辞”这一概念亦为骈文

家所用。《文学遗产》４（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２８。
② 何诗海《“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及其文章学意义》从文体
疆域的拓展与叙事文地位的提高、古文和叙事的关系以及

叙事之难等方面，对“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在清代的兴盛进

行了全面的考察。《文学遗产》１（２０１８）：１０６—１１８。
③ “义例”本于《春秋》经传，杜预《春秋序》：“其经无义
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春秋左

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１７０６。
④ 章益国指出章学诚所关注的“心术之诚伪”所说的是
“个人学术性格与当世学风”的离合关系，循乎本人性情

的治学为“诚”，反之为“伪”；《史德》所言“尽其天而不益

以人”应该理解为贯彻天性，不屈从于他人，不违背自己，

理解“史德”应该回归面向自己内心的语境中。故而学界

从“史学客观性”来理解“史德”，有违章学诚的本意。参

见《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４１２—４１８。
⑤ 何诗海《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指出：“在章学诚看来，

史传是古文之源，也是古文正宗。所谓古文大体，也就是

史传之大体。修史重义例，论古文自然重文例。”何文进

一步指出，清代其他文人如方苞、袁枚、恽敬等人，论古文

文例义法也主要结合史传碑志等叙事文体。《浙江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４． ２（２０１２）：１９０—２００。

⑥ 刘巍总结了近现代学术史上对“六经皆史”说理解的
两点分歧，一是能否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二是“六经皆

史”说是否蕴含了尊史抑经的意味，提出了以史代经或者

以史抗经之说。参见《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３—６。
⑦ 详见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一书第八章
《知识分类：从“六经皆史”到“四部皆通”》的相关论述。

２１１—２２４。

⑧ 伏煦《章学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发微》一文从
立言宗旨和专门之学两个角度，分别说明子书和史学的

著述性质，两者从属于“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这一学术

命题，均代表王官之学瓦解后，私人著述发展的历史阶

段。《文艺理论研究》２（２０１７）：９４—１０１。
⑨ 章益国列举章学诚“四部皆通”所包括的六组关系之
时，以《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的“文集者，一人之史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５５７），指出史、集两部的
关系，其一是“以集辅史”，即《书教中》所言诸多文章总集

“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

秋实尔”（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４１）；其二是“文集即
一人之史”。见《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２２０。

⑩ 章益国指出，今人乍听“六经皆史”，对“史”的初步理
解一般是今天“史”字的用法：对往事的记录，从事历史编

纂之人，以及历史编纂之成果，或四部中的“史部”，或现

代的“历史学”“历史研究”等，但“六经皆史”的“史”是基

于“史”的古义，是任事的官所掌的文献典籍，即“先王之

政典”，进而取得“王官学”之义。《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

研究》。２２５—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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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美育》（第 ２ 版）
作者：王一川主编，郭必恒副主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美育直接与其人格养成有关。《大学美育》的主要特色在

于从大学生人格养成方式出发阐述美育问题，目的是让美育真正成为大学生不可或

缺的人格养成途径。大学美育指依托美学知识体系对大学生进行自然美、社会美、科

技美和艺术美等审美形态养成的过程，能通过丰富多样的审美案例赏析帮助大学生

导向个体美好心灵的养成，其目标在于文心涵濡。其中艺术美育问题是论述重点，

具体分为中国古典型艺术美育、中国现代型艺术美育、外来型艺术美育、艺术门类

美育等。此外，本书专门就网络艺术美育以及教师角色与美育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本书为第 ２ 版全新修订版，全彩印刷，配有教学课件，是为适应中国美育发

展新趋势和新需要而编写的大学美育课程教材。本书另配有王一川教授主讲的

“大学美育”慕课视频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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